
90年代，中國教育進入了一個世紀以來發展最為迅速的時期。教育的規模

急劇擴大，制訂了迅速實現高等教育大眾化、造就世界一流大學之類雄心勃勃

的國家目標。與此同時，在教育的目標和手段之間、教育的規模與品質之間、

教育重心和價值的平衡等方面的問題開始凸顯。其中既有外部的，也有教育自

身的；既有體制、制度等方面存在的固有弊端，也呈現一些新的動因。

現代教育始終有相輔相成的兩翼。教育對人力資源的開發，具有振興經

濟、發展科技之類強烈的國家功利價值；同時，教育作為「人」的養成，又具有

人倫教化、文化傳遞、社會整合等非功利價值，它主要是通過文科教育實現

的。以迅速實現國家工業化和發展科學技術為目標的新中國教育，始終面臨一

種考驗：能否在發展科技教育、專門教育、精英教育的同時，保持教育的人文

價值和人文內涵，防止教育的失衡和異化。這兩種價值的衝突在新的世紀有可

能進一步加劇。因而，在我看來，當前中國教育真正重要的任務，是在普及和

擴大教育的同時，通過制度創新和文化更新，促進教育制度的開放和多元化，

提昇和改善教育的內在品質，恢復教育的人文性和民主性，保持教育的公正

性，從而真正建立有別於傳統的現代教育的「現代性」。

學校教育中人文價值的流失

80年代國內文化討論的熱點之一，是關於現代中國的科學主義或唯科學主義。

這一討論並沒有過時，今天看來，其現實性可能比當時更為強烈。如果不拘泥

於學理和術語，從社會生活的現實來看，說當今中國佔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和社會

恢復教育的人文性、民主性

和公正性

以迅速實現國家工業

化和發展科學技術為

目標的新中國教育，

始終面臨一種考驗：

能否在發展科技教

育、專門教育、精英

教育的同時，保持教

育的人文價值和人文

內涵，防止教育的失

衡和異化。這兩種價

值的衝突在新的世紀

有可能進一步加劇。

教育體制與新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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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念中，工具理性、技術理性已經佔壓倒性地位，大致是不錯的。自50年代教

育被納入高度專門化、技術化的軌道，重理輕文、智育至上、能力主義等觀念早已

由學校滲入社會，成為一種相當普遍的價值觀念。長期以來文理分科、缺乏人文內

涵的科技教育，導致社會的價值感、道德感的普遍降低，許多專業人員知識結構片

面偏狹，對本專業以外更為重要的社會、倫理、環境生態、文化教育等問題缺

乏應有的知識和重視，缺乏社會理想和人文關懷。我國在人口、資源、環境生態、

教育、文物保護、道德風尚等方面暴露出的許多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這種

「只有技術，沒有文化」的偏狹的教育所收穫的冷酷回報。當今各級管理層中工程和

科技專家一統天下，綜合性大學的校長均為理科出身，都是歷史上未有的。自然，

這種種表現，與其說是科學主義，不如說是技術主義、工具主義更為恰當。

與西方科學主義的興起對人文主義的擠壓不同，中國現代教育的「非人文化」

有其特殊的歷史路徑。由於近代中國險惡的生存環境，舶來的西學在發展之初就

被視為自強圖存的「救國」之用，乃至救國之「急用」。清末的新學主要由政府自上

而下推動，早期的大學從洋務運動中培養實用人才的外語學堂、武備學堂發展而

來，一開始就具有強烈的國家功利主義和技術主義背景。1949年之後，在冷戰格

局下，以迅速實現工業化、趕超西方國家為目標，這一歷史情境重新呈現出來。

新中國教育的重建以蘇聯模式為楷模，以發展高等教育、尤其是重工業和國防

科技門類為主，出現了重高等教育輕基礎教育、重工程技術教育輕文科教育、重

專門教育輕普通教育的明顯價值偏斜，奠定了「重理輕文」的格局和精英主義的發

展路線。新中國在50、60年代迅速建立起一個強大的高等教育系統，而面向全

體兒童的《義務教育法》卻遲至1986年才頒布。工程技術教育的迅速發展，在很大

程度上是以削弱文科為代價的。1949年，在校大學生中，文科類學生共佔

33.1%，至1953年院系調整後，下降為14.9%。1962年這一比例最低，僅為

6.8%1，這在世界高等教育中是絕無僅有的（這一比例通常在20-50%之間）。

當時對文科教育的削弱和貶損，不僅出於對經濟功利的片面強調，也出於

對它「資產階級性質」的政治否定。社會學、政治學、心理學、新聞學等許多學

科、課程在院系調整中被取消。1958年中共中央提出的「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

務」的方針，將教育視為直接的意識形態工具，在文革中教育則被明確宣布為

「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80年代，新的方針是「教育必須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

社會主義建設必須依靠教育」。教育從為政治服務轉而為經濟建設服務，這是一

種很有限的進步。教育仍然處於一種從屬、依附的狀態，仍然被國家壟斷和統

制，被賦予極強的國家功利主義價值，教育在社會中的主體性、人在教育中的

主體性仍然無從建立。在經濟至上、片面追求經濟增長的熾烈氣氛中，在文件

中被確定為「戰略地位」的教育，在實際生活中卻只是「略佔地位」，90年代，甚

至出現了教育投資逐年下降的反常現象2。

在強調經濟建設的時代，雖然教育高度政治化的面貌已大為改變，但以政

治教育取代道德教育的做法並沒有改變。對中小學生進行馬列主義、社會主義

教育，在成人中進行不說髒話、不隨地吐痰的基礎文明教育的倒錯仍是普遍現

象。長期以來，理工科院校的文科課程僅僅是三門政治理論課3，與以陶冶人

格、開闊視野、傳承文化等為旨的廣博的文科教育精神相異甚遠。近年來，教

新中國教育的重建以

蘇聯模式為楷模，並

出現了重高等教育輕

基礎教育、重工程技

術教育輕文科教育、

重專門教育輕普通教

育的明顯價值偏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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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對文科教育的削

弱和貶損，是出於對

經濟功利的片面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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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性質」的政治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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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內容雖由政治理論擴大為德育範疇，但仍狹窄單薄。由於中國傳統的道德文

化資源中斷已久，大一統意識形態文化的影響正在降低，學校教育人文內涵流

失、教化作用不斷衰微的事實並沒有改變。

世紀之交，伴隨高新技術的發展、知識經濟和全球化時代的到來，急切追

趕、以在技術層面上與西方國家較量的歷史情境再一次呈現。主流話語中瀰漫

?強烈的科學崇拜，將科學抬升到至高無上的地位。「科教興國」成為新的流行

口號（有人指出這一口號將科技置於教育之前潛含的價值偏斜）。無論中小學的

創新教育，還是重點大學向世界一流水平的追趕，重心都在科技。在各級教育

中，對英語、計算機等工具性技能的片面強調和倚重，是文化價值失衡的新表

現，英語能力幾乎成為衡量學問的最高和最終標準，而中文水準反而無關緊

要。與此同時，無論對核技術、克隆技術還是轉基因食品，社會輿論往往一片

喝采之聲，科技知識份子幾無必要的警惕和憂患。三峽工程、南水北調、青藏

鐵路、西部大開發等國家項目則繼續強化?一種技術決定論的思維。

傳統教育的復活強化

雖然文明古國道德教育的傳統已被中斷，科舉教育的傳統卻出人意外地在

當代中國得以發揚光大，這是十分發人深省的。當今中國教育品質最顯著的畸

變，是80年代以來愈演愈烈的「應試教育」——以考試為中心、為考試而進行的

教育。時至今日，中國學校仍然籠罩在陳舊的傳統氣氛之中，學生在超強度的

技巧訓練和題海大戰之中「苦學」，死記硬背、滿堂灌、唯書唯上、師道尊嚴仍

是普遍的現實。應試教育最嚴重的後果，是將面向所有兒童的義務教育，變為

高度競爭性的升學教育，在篩選出少數「尖子」之時，使大多數人成為教育的失

敗者。在這個過程中，以樹人育人為旨的基礎教育淪為高難度的知識訓練，使

學生淪為背書機器和考試機器，人的地位、價值、情感、尊嚴可怕地消失了。

重視基本訓練、比較循規蹈矩和缺乏創造性，是屬儒教文化圈的亞洲國家

教育的普遍弱點。但中國當代的應試教育不止於此，而達到爐火純青的程度。

80年代以來，重新恢復重點學校制度，加劇了教育資源配置的不平衡，並導致

升學競爭層層下移的惡化。在熾烈的應試教育氛圍中，出於增加競爭、提高考

試難度的需要，致使我國中小學課程的難度、深度已成全球之最，普遍高於發

達國家約一二個年級，已嚴重脫離了青少年的認知能力。據人民教育出版社在

80年代末的調查，約有80%的中學生學習理科教材有困難，中學生厭學的達

30%，有的地區高達60%4。同時，形成了一種所謂「唯理性教學模式」。這種主

要從數理化等理科教學中形成的教育方法，已經成為中小學主要的教學模式：

偏重智力教育，推崇能力主義，重視培養訓練記憶、理解、概括、抽象等智力

因素，重視邏輯思維能力，而較忽視情感、態度、意志、興趣等非智力因素；

重視學科知識的系統性、理論性，而較忽視溝通不同學科的知識，以及建立科

學、技術與社會、文化、倫理的聯繫；重視知識的傳授，而較忽視個性的充分

發展；通過嚴格而激烈的競爭保持較高的學習質量。這種教學甚至使最具人文

80年代以來愈演愈烈

的「應試教育」——以

考試為中心、為考試

而進行的教育，使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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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出版社在80年代末

的調查，約有80%的

中學生學習理科教材

有困難，中學生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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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語文教學也成為語言、文法、修辭等「理性」內容和八股式寫作技巧的枯燥

訓練，文學的價值和美、人的情感和體驗等等不復存在。

應試教育加劇了教育人文性的流失，明確影響了社會風氣和價值觀念。只

重智育和分數，較為忽視人格養成和道德發展，不僅是一種普遍的學校行為，

也成為許多家庭教育的現實。據1995年進行的「世界公民文化與消費潮流調

查」，中國國民的價值觀與其他國家明顯不同。各國公眾認為最重要的價值是講

究禮貌、責任感、寬容和尊重別人；而中國公眾最重視的價值依次是：獨立、

學識和講究禮貌；對責任感、寬容和尊重別人、與他人溝通等的重視程度遠遠

低於其他國家。只有略多於50%的人認為教育孩子講究禮貌是重要的；只有30%

強的家長重視培養孩子的責任感，處於世界各國中最低的位置；同樣，只有不

到30%的中國人重視容忍和尊重別人，比世界平均水平低約10%5。表明文明禮

貌的養成在今天中國家庭中處於相當次要的位置，素以重視道德、禮貌、人倫

關係著稱的中國傳統文明，經過長期的流失和演變，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教育公平問題凸顯

如果說在80年代之前，中國比較突出的教育不公是由於強調階級鬥爭，實行

名為「階級路線」的歧視性政策，剝奪和侵害了許多「非勞動人民」家庭子女的教育

權利；那麼當今中國的教育不公，主要源於城鄉之間和階層之間的巨大發展差

距。但90年代以來，伴隨城鄉差距、地區差距、貧富差距的加大，以及教育介入

市場化的過程，出現了許多新的動因，教育公平問題日趨尖銳。教育費用大幅上

漲，導致大量農村學生輟學，造成校園中龐大的「貧困生」階層。由於取消了小學

升初中的考試，對優秀中學的競爭演變為金錢和權力的較量。而社會腐敗現象向

教育界的侵蝕蔓延，致使高考舞弊、假文憑泛濫、學術腐敗等問題逐漸嚴重。

因而，當前最值得關注的不是歷史形成的發展差距，而是導致教育不公的

制度性原因。例如，由於城鄉差距，農村學生在接受基礎教育上已經處於相對

不利的地位，如果高考制度存在政策性偏差，他們接受高等教育的權利和機會

就會受到更大的傷害。近年來，社會反映強烈的不同省市學生、城鄉學生高等

學校入學機會不均等，是存在某種制度性缺陷的突出例證。我國現行的統一高

考制度，具備了形式上的公平——分數面前的人人平等；但實際錄取學生採取

的是分省定額、劃線錄取的辦法，因此出現各地錄取率、錄取分數線的極大差

異，加劇了地區和城鄉之間原本已經存在的教育不平等。例如1999年高校錄取

分數線，湖南、湖北等地比北京高約一百分左右。這一問題在中專的錄取中同

樣十分突出。1998年，太原市中專錄取分數線，城區學生為376分，農村學生按

不同區劃分別為532分、529分，最大差距達156分，引起強烈不滿6。

這一招生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計劃經濟時代的遺留。在高度集中的計劃體制

下，公共政策以「中央」、「國家」的利益為中心，較少考慮城鄉、地區和階層之間

的利益平衡，並在城鄉二元結構的現實中逐漸形成了一種「城市優先」的價值取向：

國家的公共政策優先滿足甚至只保護城市人的利益，例如過去的糧油供應政策、

90年代以來，中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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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8 二十一世紀評論

就業、醫療、住房、勞保等各項社會福利。教育作為一種公共產品，尤其是過去

免費的高等教育，也具有一種社會福利的性質，因而也長期暗含?這種「城市優先」

的價值。在市場化和城市化的社會變遷中，這一政策顯然已經失去了現實合理性。

這種城市取向同時存在於考試內容和考試科目上。目前的全國統一大綱、統

一教材和統一標準，主要是以城市學生的學力為依據制訂的，這對於教育資源極

為匱乏的農村和邊遠地區的學生又是一種實質上的不公。多項調查表明，教學難

度過高、難以勝任是導致農村學生流失輟學居第二位的重要原因，僅次於經濟負

擔。近來有在高考科目中增加英語口語和計算機水平測試的建議，這一設想如若

實行，無疑將使更多的農村和邊遠地區學生失去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

以上種種，提示了中國教育現代化之路的特殊性。我們沉重的教育之體仍是

前現代的，尚未擺脫蘇聯的集權和計劃模式；我們的生存環境卻已經進入了「後現

代」，進入所謂視聽的時代、大眾媒體的時代、電腦和網絡的時代。而我們的教育

「軟件」——教育價值、教育思想等等，既有專制主義、官本位、因循守舊、論資

排輩等科舉時代的遺留，又有集中劃一、平均主義、教條主義等蘇式體制文化的

弊端。面對不同文明的衝突擠壓，世紀之交的中國教育既需要創新和追趕，更需

要補課和重溫。教育、文化的改善和提昇，恐怕並沒有甚麼「跨躍式發展」的捷徑，

只能一點一滴地去改進提高。在這一過程中，所有的欠課欠帳都必須一一補上。

當前，亟待補上的恐怕是半個世紀之前由五四知識份子啟動而尚未完成的啟蒙，

使諸如學術自由、教授治校、兒童中心、教育民主這樣的現代教育ABC重新成為

一種普遍的常識。同時，要通過制度創新，通過管理權力的分散和下放，開放和

解放教育，在教育多元化、社會化、地方化的格局中，重建教育在社會生活中的

主體性，使教育重新成為全社會共同參與的事業，成為文化傳承和創新的精神源

泉，成為提昇社會文化和道德的文明燈塔，成為社會充滿活力的創造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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